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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尧典》“曰若稽古”的经学解释分歧

朱　 赢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 《尚书·尧典》的语端“曰若稽古”四字，在经学史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向。 汉代学者将

其解释为“帝尧稽古”，而从宋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史官稽古”的理解方式，并且这一“新说”渐渐成为主流，
到清代几乎已能取代旧说。 原本汉人的解释中包蕴着“人德”与“天道”的关联，并指示古典帝王传统的渊源。
而“史官稽古”的新说在断句方式和语义上都迥异于旧说，从中可见古人问题意识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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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开篇对任何一部经典来说都是异乎寻常

的问题，因此，“理解开篇”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经学史上，解经方式的差异或出于学派传统，或
由于不同时代的学术风气，后代学者各有师承，故
观点纷呈不一而足。 《尚书》首篇《尧典》以“曰若

稽古”四字为始，对此四字的解释，宋学提出了与

汉学截然不同的新路向。 孔传：“能顺考古道而

行之者帝尧”，在汉儒看来，稽古者应为帝尧。 而

程颐认为“曰若稽古”是古史的体例，指史官追纪

前世之事①，如此一来，“稽古者”由“圣王”摇身

一变，成了记事的“史官”。 原本，晚近的解释并

不似“旧说”那般肩负“传统”的正当性。 因此，即
便“新说”得以自洽，也未必会对旧说构成实质的

妨碍。 但《尚书》开篇的这一处解释转向极为特

殊：自宋代、清代直至近现代，“史官稽古”作为新

说几乎有盖棺定论之势，今文家、古文家或抑宋尊

汉者中皆不乏认同者。 看起来，较多学者认为

“曰若稽古”的本义早已为汉儒误读，且这一误读

难以通过“调和”的方式纠偏，必须抛弃旧说以便

回归“正轨”。 随之也就产生了另一个攸关主旨

的问题：“圣王稽古”与“史官稽古”的差别对《尧
典》主旨造成了何种影响？ 从“开端”的重要性来

说，这一问题不容回避。 在此应注意区分，“开

端”与“开篇”不尽相同，并非所有经典的开篇都

深入到开端问题。 “开端”是与“文明伊始”紧密

相连的，它关照着文明的“起初”。 尽管从《书序》
记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的说

法看来，《尚书》与古史的“起初”还相距甚远，但
“稽古”二字分明洋溢着某种向历史深处追问的

冲动。 究竟是谁在追问更深远的过去———那个稽

古者在追问什么？

一、 经解的演变

　 　 尽管更多现代学者支持“史官稽古”的论断，
但在此不妨将“定论”还原为经学史上的两种解

释分歧，并由此对“曰若稽古”的经学解释史略作

回顾。 孔传曰：“若，顺。 稽，考也。 能顺考古道

而行之者帝尧”；而紧接的下文“钦明文思安安”
一句，孔传曰：“言尧放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

思之四德，安天下之当安者”，可见孔传的“稽古”
既是古道，又可具体理解为考察“上世之功”。 马

融曰：“顺考古道”，与孔传同。 郑玄曰：“稽古，同
天。 言能顺天而行，与之同功。”由古人崇尚天道

的宗旨来说，“顺考古道而行”与“顺天而行”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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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取得较为一致的理解。 但在经学训诂领域，
郑玄的解释却因为过于“高远”而遭到批评。 孔

颖达正义中就指出郑玄的训诂不尽然可信，在他

看来，孔传的“古道”应理解为古事、古法，而不是

像郑玄“稽古同天”那样玄奥的天道。 比较两种

说法，郑玄以为尧与天同功，那么“曰若稽古”是

凸显帝尧的功德之高，顺天而行是尧之所以成为

圣王的原因。 但依孔颖达所说，“稽古”非指同天

合德，而是考察过去的政事，了解古人治国的方法

与得失，并以适宜当世的方法顺势而治。 所以，郑
玄所稽之“古”可谓是一种至高的“善”，“稽古同

天”的说法侧重于彰显圣德。 而孔颖达的“古”包
含具体的历史善恶经验，其立足点在于圣人对治国

方法的探寻。 打个不甚恰当的比方，《易·系辞》所
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

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

业”，郑玄的“稽古”更接近“形而上”，孔颖达却更

看重形质、器用、变通以成其事业。 郑玄说出了圣

人的“天相”，但孔颖达以为这是由郑玄信纬所致。
所以，在《尚书正义》中可以看到关于“曰若稽古”
的三种解释方式：１． 孔传、马融注：帝尧顺考古

道；“古”为“古道”。 ２． 郑玄注：帝尧顺天而行，
与天同功；“古”为“天”。 ３． 孔颖达正义：帝尧考

古事、古法，顺而行之；“古”为“古事”“古法”。
不难发现，郑玄强调“天”的因素，孔颖达强

调“人”的因素。 即便看起来后者企图驳斥前者，
但天、人二者无疑仍能统摄于“古道”。 郑氏之说

孤高，孔氏之说平实，看起来的确像是一经一纬。
然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基于解经原则的分

寸，解说限度的差别会造成语义空间的分层，但若

非要说郑玄的“天”没有“人”的因素，或孔颖达的

“人”没有“天”的因素，恐怕显得过于偏执。 假设

孔颖达以“正义”与前人的注疏对话，那么对话双

方可谓各有侧重。 而到了宋代，由程颐等学者提

出的“史官稽古”说，开始彻底背离汉唐经学的解

释传统。 程颐将“曰若稽古”的“曰”字理解为《尧
典》之辞，“若”也不再训为“顺”，而是理解为“发
语辞”。 按此说法，则《尧典》开篇的句读变成了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 宋代另一位重要学者

林之奇对程氏的说法持存疑态度，他在《尚书全

解》中提到，虽然程颐的解释看起来有优于先儒

之处，但史官稽古的说法在帝尧那里尚且说得通，
如果用在大禹、皋陶那里似乎就不甚妥当了。①
与此同时，林氏提出一个困惑：《皋陶谟》开篇的

“曰若稽古，皋陶曰”，由于下文所记是皋陶的话，
所以将此理解为“皋陶稽古”是可行的，但“曰若

稽古，帝尧”的下文并非出自帝尧，故“帝尧稽古”
的说法在林之奇看来无法令人信服。 不过，林氏

没有因此否定汉唐旧说，他谨慎地悬置了这一疑

问：“当阙之以俟知者”。 与林之奇同时期的学者

史浩认为“曰”应该读为“粤”，是“始词”，“若稽

古”是“顺考古帝尧之德，犹今纪功德之文”②，所
以史氏也支持史官稽古的说法，但他强调“稽古”
是稽考帝尧之德，而不是过去的政事。 吕祖谦也

持“史官稽古”之说，他将“曰若稽古”解释为“史
官谓我顺考于古，得尧之为君”。③ 蔡沉 《书集

传》云：“史臣将叙尧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尧者，其
德如下文所云也。 曰者，犹言其说如此也。”宋代

还有一部重要的《尚书》研究著作《融堂书解》，
《四库全书》的编修者盛赞这部书取材博而精，树
义新而确，是“宋人经解中仅见之书”。 作者钱时

也执“史官稽古”说：“若稽，顺考也，《书》作于后

世，故曰若稽古。”④此观点与现代学者几乎无异，
都认为“曰若稽古”是声明史官追记前事。 而该

条文下有按语：“若稽古三字，郑康成以为能顺天

而行之，与之同功。 孔传以为顺考古道而行之者，
大旨略同。 钱氏断为后世追溯之辞，自钱氏说行，
而旧解遂隐。”此按语明确了宋学与前代关于“曰
若稽古”解释的“新 － 旧”分水岭。 尽管钱时不是

最早提出“史官稽古”的学者，但从案语可知其说

①

②
③
④

在林之奇看来，《虞书》所记之时大禹、皋陶尚存，所以不应称他们为“古”。 参见林之奇：《尚书全解》，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
参见史浩：《尚书讲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见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三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２２ 页。
参见钱起：《融堂书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６ 期 朱　 赢：《尚书·尧典》“曰若稽古”的经学解释分歧 ４７　　　

影响甚广，而是时汉唐旧说已然式微。
宋人新说往往将“曰”定为史官的发语，而将

“若稽古”三字贯通解释，据此理解，“曰若稽古”
的断句变为：“曰，若稽古”。 早在林之奇的《尚书

全解》中就提到李校书的一种说法：“曰字为胡越

之越，与《召诰》‘越若来三月’同。”若按此理解，
则应将“曰若”二字连读。 元、明、清三代学者，也
多将“曰若”二字连读为史官稽古的发语辞。 明

代学者王樵认为，宋人将“曰”与“若稽古”断开的

读法，是由于将篇名与经文连读之故：“自汉以

来，书序篇名与经文连读之故，说者因误以为

‘曰’为史氏之言，若稽古为顺考古道……曰若，
发语辞也。”①除了断句的差别，“史官稽古”的解

释方式仍为清代多数学者所认同。 如焦循云：
“曰若稽古，乃史臣之言。 于尧殂落后书其故事，
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称。 若书当时之事，则不

加此四字也”；刘逢禄云：“曰若稽古四字，或是孔

子尊加之词，或周史臣所加”；王先谦云：“曰若稽

古，盖周史之词”②；章太炎云：“《尧典》《皋陶谟》
皆夏史所作，《春秋传》或谓之夏书。 以夏述唐

虞，故云曰若稽古”。 上述观点虽有差异，但都认

为“曰若稽古”是史官之词，目的是为说明《尧典》
非当时记录，而是后世追溯。 当然也仍不乏远绍

汉唐者，如孙星衍云：“是圣人为政，必先稽古也。
尧称帝，故谓之同天”，且孙氏以为郑玄所注的

“能顺天而行，与之同功” 或为 “以帝号同天起

义”。③ 王先谦对此无法赞同，认为这是出于古文

异说。 据此可见，围绕“曰若稽古”的两种分歧发

展到清代，既非表现为典型的今古文学派分歧，也
不能归结为宗汉还是宗宋的差别。

二、 断句方式及语义指向

　 　 尽管关于“曰若稽古”的解释分歧主要围绕

着以谁为稽古者的困惑，但深究各家言说，则《尧
典》开篇还能细分出多种断句方式：

１．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２．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３．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４．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
从上述断句出现的时间次第来看，汉唐传统

的句读为第一种，汉儒训“若”为“顺”，对“曰”字
不做解释。 第二种断句出自宋儒程颐，将经文与

篇名连读，“曰”字有实意，指示《尧典》的说辞；
“若”字不再训为“顺”，而是被视作发语辞。 第三

种断句在宋代较为主流，“曰”表明史官的说辞，
“若稽古”解释为“顺考古”，即“若”仍训为“顺”。
第四种断句方式清代较为普遍，在“史官稽古”说
的支持下，这种读法看起来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曰若稽古帝尧”———史官稽考帝尧其人其事。
但也有部分清代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尧典》开
头的句法应断为“曰若稽古，帝尧”，这看似与汉

人一致，但其中仍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维持

汉人的旧训；另一种情况在义理上与“曰若稽古

帝尧”一派大致相同，区别仅在于句法的处置。
虽然断句方式相同，一旦将“曰若”理解为发语

辞，“若”的古义就被抽离了。 如现代学者金景芳

就说得很明确：“曰若”是“发语辞，不为义”。 以

汉人的解释为参照，观察章句训诂招致的语义差

别：（１）按程颐的读法，《尧典》的开篇语义强调

“文本”这一对象。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
凸显了“文本”的说，即这篇文本在讲述什么。 随

后才是文本记录者的出场：“若稽古”的“若”训为

发语辞，史官是从“若”开始表明自身所行之事。
（２）按宋人“曰：若稽古，帝尧”或清人“曰若稽古

帝尧”的读法，记录者在一开始就彰明自身“稽
古”的行为，即“史官的说”首当其冲成为文本叙

事的前提。 二者的区别似乎只在语气程度上，宋
人将《尧典》的开篇读成“史官说”———“这是我的

稽古”， 清 人 则 较 为 含 蓄 地 读 为 “ 史 官 的 稽

古”———“我追溯了这样一个古人”。 （３）反观汉

人的读法，则《尧典》开篇首先呈现的既非“文本

的说”，也不是“史官的说”。 尽管汉人以为稽古

者是帝尧，但从“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这一

句式中恰恰可以看到，是“古道的说”先于“帝尧”

①
②
③

参见王樵：《尚书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参见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 页。
参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６ 年版，第 ３ 页。



４８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　

或“史官”而统领了文本通篇的叙事。 换句话说，
在作为帝王书开端陈词的意义上，汉人所解说的

“曰若稽古”，是由“道”而非是“人”在开启言说。
“曰若稽古”究竟是为声张古道，还是仅仅为

声明追记行为，或许关键的理解还要回归到人与

道的关系以及人的言说限度，由此亦能区分天道、
经学以及学术知识化的分界———“古道的说”“文
本的说”“史官的说”乃至其中所暗含的“学术的

说”“意识形态的说”某种程度上就提示了文本在

“解释”及至“解释学”中的遭遇。 在时间次第中，
将“曰若稽古”释为史官之言是较为后起的观点。
经学史上往往是早先的学说相对后起者更为可

靠，但《尚书》却在其“开端”就遭遇了旧说难立的

困惑。 近人金景芳直言马融、郑玄的解释是错误

的，并且认定《尧典》开篇的句法应断为“曰若稽

古帝尧”而非“曰若稽古，帝尧”，尽管早于他一百

多年的段玉裁早已注意到两种断句的纷争，并指

出“‘曰若稽古’四字为句，不独《皋陶谟》也，盖
《尧典》 亦然”①。 倘若暂且搁置“正确” 与“错
误”的论调，则两种思维方式仍值得在知识形态

的意义上重新权衡。 相较于汉代，宋代以后的主

流说法使《尚书》逐渐变为陈旧的历史文献。 特

别是到了近现代，“史官考古”使《尚书》的内容看

起来更能适应新学的分类知识体系：作为“史官

之词”的“曰若稽古”，顺理成章将整个文本带入

现代学术所划分的历史知识范畴。 如金景芳在这

一立场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在理，史官稽古的对象

是帝尧之事，即，“曰若稽古”是特针对于帝尧的，
所以《尧典》开篇应直接断为“曰若稽古帝尧”。
然而，在面对此类解释之前，或许仍可旁顾一些相

关的古典修辞问题。 首先，如果“曰若稽古”这一

笔法是史官出于慎重而在开篇特意交代，那么这

种手法很可能是某种惯例。 但今文《尚书》中只

有《尧典》和《皋陶谟》两篇使用了“曰若稽古”。
除非书经中仅有两篇是追记，其余篇章都为当世

所记，否则对史官之词的说法仍应审慎。 再则，同
属经典系统的《左传》以及如《史记》这样重要的

史书都没有使用与“曰若稽古”类似的笔法。 这

些文本当然都有所“追记”，却都没有“审慎”地以

“曰若稽古”为追记申明。 而更为关键的问题在

于：如果“曰若稽古”是史官之词，那么史官一开

始就在文本中自我凸显出“这是我的考古”，此种

记录者自我凸显的方式是否合乎经史笔法的特

性？ 又或者如刘逢禄的观点，“曰若稽古”四字可

能是孔子尊加之词，那么“尊加”更不可能是为说

明“追记”。 基于上述原因，“史官之词”的说法仍

然只是一种学术意见。
“曰若稽古”不过短短四字，在经学史上却出

现了如此纷繁的解释，似乎每一个字都存在着诸

多可能性，每一种停顿方式也在生成新的意义空

间。 或许从中我们能窥见古人在阅读中的困惑：
文本解释的突变不仅关乎个体阅读经验，恐怕还

涉及一个更深的问题———传统解释规则的瓦解。
每一种经学解释都声称自己更合乎“本义”，但解

释史的多样性却提醒我们：寻求一种“合理”的解

释与寻求文本自身意义的“完善”完全是两件事，
其中隐藏着当下与传统的较量。 在此意义上，
“曰若稽古”不失为一个重审古人解释经验的典

型案例。
“曰”字的语义最为复杂难解。 《尧典》开篇

有两个“曰”字：“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两处语

义是否有别？ 若按宋代的主流解释，则两个“曰”
字语义大体相同，都具有实意。 段玉裁《说文解

字注》云：“曰，词也。 词者，意内而言外也。 有是

意而有是言。”蔡沉说“曰者，犹言其说如此也”，
即是在“曰，词也”这一意义上的。 而《康熙字典》
中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古文尚书》 ‘曰若’ 作

‘粤若’，‘曰放勋’作‘曰’，盖训为语端者与‘粤’
通，训为词者则如字耳。”所以清代的主流意见是

将两个“曰”相区分，前者是语端，后者训为词。
清代学者注意到两个“曰”的差别，其依据当然是

建立在有清一代谨慎细致的考据成果；严谨的清

代学者在学风上有别于宋人的“创新”精神。 但

清代多数学者在义理上也支持宋学的“史官稽

古”，所以两个“曰”字的区分又可以看作是清人

对宋人观点的纠正和完善。 直观看来，将第一个

“曰”视作“粤”相当合理。 《说文》曰：“粤，亏也，

① 参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咸丰庚申补刊本《皇请经解》卷五百六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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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之词”，徐曰：“凡言粤者，皆在事端句首，未
便言之，驻其言以审思之”。 将“曰若稽古”说成

“史官审慎地追溯过去”，看起来无疑比“顺考古

道而行之者帝尧”更为通顺。 然而一种解释看起

来更为通顺，就意味着它比过往的旧说更为正确

吗？ 所谓经学解释的“正确”与否，难道是基于阅

读体验、学术权威乃至支持者的寡众而得出的？
这似乎已牵涉到一个深隐的题外话，此处按下不

表。 让我们来回顾汉人在文章修辞中如何使用

“曰若稽古”。 《鲁灵光殿赋》曰：“粤若稽古，帝汉

祖宗，浚哲钦明”，这一开篇手法明显承袭自《尚
书》，但全文主旨与史官稽考古帝王旧事截然无

关。 《后汉书·范升传》载范升之奏章：“臣闻主不

稽古，无以承天；臣不述旧，无以奉君。” 由此可

见，马融、郑玄的解释并非空穴来风。 又从现存的

纬书记载可见几处“若稽古”的用法，《尚书中候

考河命》：“若稽古帝舜曰重华，钦翼皇象”；《尚书

中候契握》：“若稽古王汤，既受命兴，由七十里

起”；《尚书中候摘雒戒》：“若稽古周公旦，钦维皇

天，顺践阼，即摄七年”。① 这说明早先的“曰若”
二字不必连用。 所以，汉人训 “若” 为 “顺”、训
“古”为“古道”或“天”，不见得比后人训“若”为

“发语辞”、训“古”为“远古之事”更为乖离。 《周
书·召诰》中有“越若”一词：“越若来三月，惟丙午

朏。”这里的“越若”不是出现在篇首，而是在文本

中承接对具体时间的记录说明。 与“曰若稽古”
的解释分歧相似，孔传将“若”解释为“顺”：“于顺

来三月丙午朏”。 而如王先谦等清代学者认为

《召诰》中的“越若”与《尧典》篇首性质相同，皆
可归为无实意的虚词。 不过《召诰》的前半部分

在对时间的记载上相当紧凑，“越若来三月”正好

接续上文“惟二月既望”之事，且在“越若”二字之

前，记录者又交代了召公先于周公赴洛相宅，因此

无论从语气或语义上看，将《召诰》中的“越若”解
释为“发语词”都显得牵强、突兀，反而是孔传的

解释能使文本所交代的时间线索顺理成章。 又如

《逸周书·武穆解》云：“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熙
地之载，揆民之任，夷德之用”；董仲舒云：“春秋

之道，奉天而法古。 故圣者法天，贤者法圣”，这

其中所揭示的圣贤之法，当然也远在“史官考古”
的含义之上。 假如抱定“曰若稽古”是单纯的史

官之词，那么《尚书》语端指涉的“天道”就被遮蔽

于史事考证的界面———“天道”坠入凡尘而成为

经验世界的阴影。 就《尧典》而言，强调开篇“曰
若稽古”是史官考古的解释方式无疑将《尧典》的
意义局限于对帝尧个人的记录，或者说是类似于

《史记》“帝王本纪”的形态。 但综观整部书经的

篇章布局，《尧典》的意义恐怕远非落脚于一人、
一时之事。 同样的，《尚书》各篇相互间交织着更

深的意义线索，不应只作为单纯的帝王官文或史

事记载理解。 从“曰若稽古”所引导的开端来看，
作为比“史官考古”更为古老的解释方式，“顺考

天道”直接指示了帝王传统与德性的关系。 段玉

裁曰：“《白虎通·圣人篇》：何以言皋陶圣人也？
以目篇‘曰若稽古’。 皋陶圣人，而能为舜陈道。
‘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维明’。 按：此亦

于‘曰若稽古’句绝，谓与《尧典》皆以此四字发端

也。”这一考据敞开了“曰若稽古”与圣人身份及

德性间的隐秘关联。 种种线索都提示我们深入

“古道”的意蕴去重审被遮蔽的开端特性及语义

空间。

三、 “曰若稽古”的语义空间

　 　 “曰若”，依现代汉语语法，常被解释为没有

实意的语助词，用在句首作为“发语”。 然而古典

的“发语”恐怕远非现代汉语所说的“语助词”所
能涵盖。 助词，倘若是作为实词的辅助，那么这种

语词势必带有极强的依附性和修饰性，它本身不

需要被解释，因为助词存在的意义是为了促成实

词语义的丰满和完善。 在这一意义上，助词的确

“不为义”，即，助词是因自身缺乏独立性而表现

为语义的空虚。 但古典的发语辞可能呈现另一种

状态：不是“无须解释”，而是“无法被解释”。 有

别于助词自身的语义空虚，发语辞意味着意义从

不可言说的混沌中萌发。 此种不可言说的特性恰

恰呈现了“道”本身超越于人之语言经验的丰满

宏大，它处于语言的实意之先，与实意之后的助词

① 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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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相提并论。 即，“曰若”二字将天道的召唤敞

开：它指示了“稽古”的渊源。 所以在理解“曰若

稽古”时，应避免将“曰若”二字作为现代汉语的

“助词”处置，否则开端的混沌幽深之境将被遮

蔽，不可言说的意义之源也随之在人为的语言分

解中被割裂。
“不可言说”的特性也涉及理解开端的另一

个重要前提：如何理解人与语言的关系？ 人首先

是语言的主宰者———人说语言，或者人更应是语

言的聆听者———人听语言？ 倘若理所应当地认为

语言是任人操控的工具，“语端”会沦为某种虚假

的“设计”：视“稽古”为“造伪”，本身已成为中国

古典文明的一大困境。 但“曰若稽古”这一语式

恰好呈现了开端叙述的自我申明：言说如何开启？
为何由此开启？ 以及言说者的正当性从何而来？
只要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曰若稽古”作为语

端，透射出文字背后特有的“聆听者”姿态。 “稽
古”一词表明“稽古者”对“古”的遵循，“古”处于

人意之先。 从语法结构上也能发现，“人”作为稽

古者，没有成为这一句式的主语———不主动占据

主词，而是在“曰若”的前提中声明“人”之为敬顺

者的身位。 此种叙事法可以称作聆听者的记录或

转述，聆听者虽为主述者，但主述者尚处在“隐性

主位”，使陈述出现了“无主语句”或“无人称句”。
人缺席于主位，使天道神性得以彰显。 因此，开端

的道义即非出于帝王的制定，更不是出于文本记

录者个体的“创作”意愿。 作为一种特殊笔法，
“曰若稽古”的产生背景无关于今人所谓自我意

识或自由精神关照下的文学技法，而是呈现出古

典叙述中“人”的身位与限度：人首先是古道的聆

听者，然后才成为言传者。 《尚书》的语端由“古”
伊始。 姑且不论这“古”的内涵，但很明显，“古”
是立言的依据，也是帝王之治的正当性所在。 在

此我们还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书经的开端不

是强调特定的时间点和人物。 虽然“曰若稽古”
引出了后文的帝尧，但这一笔法事实上是将帝尧

牵入更为深远的历史机制；也就是说，书经的开端

不是将历史节点断裂于帝尧个人，并强行设定其

为历史的开端，“稽古”一词强调了一个特定的人

物与历史机制所共同呈现的道义。 而在“史官稽

古”的解释中，“道义”显得单薄乃至缺失。 我们

必须注意到两种解释路向的时空差异：一个是从

古道中走来的帝尧；另一个，则是在历史中被截

断、并高举在裂隙之上的帝尧。
假如汉人的旧说仍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那

么“曰若稽古”的句法也值得重新推敲。 《尧典》
开篇“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
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一段，无疑

是对帝尧功德的总结与赞颂。 但如何理解“曰

若稽古”与“帝尧曰放勋”的前后关系？ 回归到

汉人的解释传统，即如郑康成所说的“能顺天而

行，与之同功”，是否可以认为，“稽古”与下文的

“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等赞语同属于对帝

尧个人的表彰？ 此处的上下文语序犹有悬念：
假设“曰若稽古”也是指帝尧个人的功德，是否

可能将 “曰若稽古” 调整 到 “ 帝 尧，曰 放 勋”
之后？ 　

比较《史记》与《尧典》的开篇方式。
１􀆰 整部《史记》的开篇：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生而神

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２􀆰 《史记》描述尧的起笔：

帝尧者，曰放勋。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 就之如

日，望之如云。

　 　 ３􀆰 《尧典》的开篇：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

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记》的两种句法一致，皆以人物为始，这
可以说是古代史家笔法的常例。 《五帝本纪》中

关于帝尧的内容几乎是《尧典》的重述，但太史公

不以“曰若稽古”开篇。 假设将《尧典》的开篇句

序稍作调整：“帝尧，曰放勋，若稽古，钦明文思安

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或者是“帝
尧，若稽古，曰放勋”，类似写法就更接近史家以

人物为始的常例。 如果“稽古”特指尧的功德，那
么将其放在人名之后未尝不可，司马迁“帝尧者，
曰放勋。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写法就近于此

类。 但《尧典》的开篇方式似乎暗示更高的语义

空间，无论是《春秋》或《史记》都没有如此的笔

法。 “稽古”的语义空间很可能超越了帝尧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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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功德，与下文“钦明文思安安”等有所区别；即
“稽古”非属“尧”个人的光辉，而应该具有更高的

指向。 文法细节暗藏玄机。 首句出现两次“曰”，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形成明显的叙事关

联，其中呈现的“承上启下”之次第几乎不容离间

更移。 必须重视两次“曰”的上下接续：第一个

“曰”的意义尚在隐晦之中，古典不作解释，现代

解释者常认为它没有意义。 而第二个“曰”意义

显白。 参照《史记》的记述方式，则文本背后的记

录者身份在第二个“曰”出现时才得以明确，而第

一个“曰”在语端处承接了什么？ 表面看来，汉人

的解释将第一个“曰”归属于帝尧。 即便如此，
“帝尧稽古”这一说法也仍存在不同的理解方式。
最为直白的理解，比照现代汉语语法结构，就是直

接将帝尧作为“稽古”的主语。 若照此理解，则
“帝尧稽古”与“史官稽古”在句式上同质。 但此

处我们仍应对“主语”所牵连的现代主体思维意

识保持谨慎。 既然“若”训为“顺”，那么帝尧在

“曰若稽古”这一句式中就不是单纯的主导者，或
者，与其说是尧在考古，不如说是尧顺承古道以成

就帝业。 面对“稽古”，帝尧并非是居高临下的主

宰者，而是仰天聆听、领受。 因此，“曰若”作为开

端，引导天道的聆听。 正如老子所说的“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尧典》开篇的第一个

“曰”字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不可说”的语境中彰

显天道之指。 “道”自身的呈现与“人”主观的言

说迥乎不同。 道在人说之先，人之于道，首先是倾

听者而非言说者。 而第二个“帝尧，曰放勋”的

“曰”，作为现代汉语声称的“谓语”，才可明确落

实意义。 两处“曰”在深层关系中形成对语义道

途的引导与限制，并因之呈现由不可说到可说的

过渡。 所以“曰若稽古”在句首，实际已经规定了

尧与《尧典》的关系：不是尧定《尧典》，而是“曰若

稽古”成就帝尧的功德———“曰若稽古”，然后有

帝尧；有尧的政事功德，方能成《尧典》。 《说文》：
“尧，高也。”马融曰：“尧，谥也。 翼善传圣曰尧。”
因此，与其认为“曰若稽古”指圣王德性，不如称

其为关于帝王道义之历史机制的显现。 尧即便是

人间的“至上”，却仍有隐匿的“上界”———顺承天

道，圣王乃成。 在这一意义上，“曰若稽古”呈现

尧的承上启下，或者说是承天道而启王政。
依“曰若”在顺承天道的含义可见，“稽古”一

词引导启下者“帝尧”：“稽古”彰显属人的德性与

智慧———能承天道；亦同时意味着对“人”在天人

关系中的制约，人主颁政令的合法性受制于此。
中国古典的王权就应在此种承上启下的限度中理

解：帝王的渊源与王权正当性的界定都可回溯到

“曰若稽古”。 “稽古”的“古”不只是历史学意义

上的时间概念。 “稽古”有“天”，天道乃帝位之所

由。 “帝”远非权位的指代，《白虎通》：“德合天地

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卷一·号》）。 在

“曰若稽古”的句法中，“稽”是人的行为，“古”包
涵天与人两种因素。 郑玄曰：“稽古，同天”，遭到

后学的诸多质疑，那么“稽古同天”是不是一个解

释错误？ 或者“古”与“天”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达

到解释的融洽？ 其实只要紧随下文的内容，就能

找到端倪。 《尧典》在彰表帝尧的功德后，着重记

录了一项政令，帝尧只凭这项政令就治理了天下：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以“天时”为治恐怕

不是帝尧的创举，它来自深远的传统。 《国语》记
载过一场“九黎乱德”，而平定乱象的官员正是羲

和的先祖重黎。 又据《史记》所载，在帝尧即位

前，由于重黎二官咸废所职，天下再度陷入“闰余

乖次，孟掫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的乱象，是
帝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

羲和之官”。 由此可见，早在尧舜以前，“天时”就
是帝王治世的根本，也是衡量所治是否得当的关

键因素。 而帝尧“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就可视

为“稽古”而行。 吕祖谦云：“盖陶唐之时，天人未

离，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别有治人之理……尧之

功与天为一，历象之法所以与天为徒也”，这在某

种程度上就契合于郑玄“稽古同天”的说法。 而

推敲“帝”号之义，并推本“道”与天地的关系，那
么即便在孔传“能顺考古道而行之者帝尧”的说

法中，亦不乏“稽古”与“同天”的线索。 《逸周书·
周祝解》：“天为古，地为久。 察彼万物名于始”，



５２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 年　

此处的“古”承“天”之名。 潘振《解义》①云：“天
地有古久之名，其中万物或善或恶，莫不有名。 察

其名，自开辟之始已然矣。”所以，“古”的指向不

应只限定于线性的历史时间。 “顺”虽一字，却蕴

涵先后与上下关系：谁顺从谁？ 什么顺从什么？
显然，后者或启下者在文中极为清晰：（１）尧在顺

从。 尧，至高的人。 （２）帝尧在顺从。 帝，德象天

地。 （３）帝尧在稽古中顺从。 稽古，人的行为，即
人世秩序有所顺从。 在上述三种“顺从”中，那个

被顺从的古道自然呈现———尽管在“曰若稽古”
的句法中，属天、属神的维度始终包蕴着。 因此，
即便视“曰若”为发语，更为重要的是语义在未发

之际所包蕴的那个更为混沌、宏大的世界。 从严

格的训诂原则来说，郑玄的“稽古同天”或许犹可

商榷，但若因此否定“古”与“天”的关系，似乎会

造成更显著的义理缺失。 经学史上“曰若稽古”
从“古道”步步走向具体的时间、事件，甚而被简

化为一种符号式的史笔陈规，其过程就伴随着

“道”的意义空间被日渐挤压直至被遮蔽，现代学

术的真伪辩论亦可谓是这一历程的末路。
其实，无论是“帝尧稽古”还是“史官稽古”，

“稽古”一词本身提示了对“古”的追问。 在中国

古典丰裕的历史传统中，叙述古史与呈现古道二

者原本并无二致，这从太史公所说的“究天人之

际，通古今之变”中就可见一斑。 然而从“曰若稽

古”解释分歧的产生和演变中可以发现，解释者

的问题意识在解释中发生了根本转向：前人关注

的焦点在于“优秀的帝王政治从何而来”，但后人

的关注点渐渐转为“《尧典》是什么时期的作品”，
卓越的帝王之德因此沦为一种纯粹的历史偶然。
如果从史的角度来看，“稽古”即“考古”这一行

为，大概可以认为是对中断之历史的重述。 中国

的古史当然不只追溯到帝尧，缘何《尚书》这部帝

王书只“稽古”到“尧”？ 或许以“曰若稽古”与天

道的关联可以推想，帝尧是古典中最能顺承天道

的模范，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正说明帝

尧的特殊性。 这也提醒我们注意，《尚书》尽管具

有史书的特性，但作为一部经典的开端，它并不指

示线性时间的起始，而是敞开帝王正当性的历史

机制。 也就是说，“稽古”不是指示时间上的最

古、最先，而是指示某种文化价值中的“最高”“最
好”；并且这“最高的” “最好的”绝非出自不可企

及的神灵，而是人主———真正的帝王。 “曰若稽

古”提示帝王制来自人德与天德的高度统一，也
指明古典政治起初所奉行的天人之道：一种更趋

于自然的、回避个体私利的治世典范，截然有别于

人们所熟知的那种由君主个人意志所主宰的强权

秩序。 由此可见，以谁为稽古者主导着《尧典》乃
至整部《尚书》的立义走向。 只要一再追问“稽
古”的道途，那么来自经学传统“旧说”的教诲仍

值得重视。 毕竟，追寻一个远古的故事与追寻一

种亘古的道途绝非同质。 “曰若稽古”的解释变

迁及其对文本理解产生的影响，不失为审读经学

治学流变的解释学个案。 由此可以窥得，分文析

字如何在潜移默化间导致语义的转向和出走，并
进而造成语义空间的断裂和重构。 当然，这还不

是知识学意义上的解释理解问题，其症结也远不

在于“古今之争”孰是孰非的困惑。 如何解释经

典，事实上使我们从语言经验中看到一个时代的

精神处境。 如张志扬先生所说，传统并非与君主

有必然联系，但一定与诸神、天道相联系。② 其

实，《尧典》篇末的“神人以和”本身就昭示了上

界。 “曰若稽古”从青冥坠入凡尘，或许就提示了

“天道”在进入逻辑空间后所遭遇的遮蔽和遗忘：
解释在解释学知识中的一再下行，即是人对神的

遗忘。

①
②

即《周书解义》，参见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１１３４ 页。
参见张志扬：《偶在论谱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３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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